
1929年12月2日傍晚4时左右，阴冷昏暗。北平西郊周口店
半山腰的一个小洞中，一桩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正在发生。一位
腰系绳索的青年在飘曳烛光的映照下与一个看似石头的圆疙瘩
对视。少顷，他用颤抖的双手，捧起刚刚从沉积物中撬出的这个
圆形物。不久，坐落于北平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一封电报：“顷
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一座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史上的丰
碑就此铸就。

洞穴中的这个圆隆的石头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第
一头盖骨，而那位发现发掘它的青年，就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裴文中先生。裴文中不仅发
现了两具直立人头骨化石，还发现和论证了北京猿人的石器及
用火证据，开展了哺乳动物化石和地层学研究，日后又在史前考
古多个领域有重要建树。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自强不
息、科学探索和创新精神，至今对学术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2024年迎来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95周年和裴文中先生120
周年华诞，谨以此文纪念这一重大科学事件并缅怀这位勇于探
索和创新的科学家。

文学挽留不住的青年才俊

裴文中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1921年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地质系本科。大学时代的裴文
中是位“文青”，胸怀启发民智、文学救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组
织平民文学研究会，撰文记述当时社会的衰弊和平民的苦难。
他在《平民文学的产生》一文中明志：“我们想利用平民文学的
伟大势力，以改造国家，挽救社会。”战乱频仍的家园和哀伤中
的父老乡亲，被裴文中实录在《戎马声中》《走过 W 校园》等小
说、散文中，朴实的文笔，真挚的情感，让鲁迅先生感同身受，将
它编入《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赞誉其为中国“乡土文学之
一种”。

然而，文学没能留住这位满腔救国宏愿、才华横溢的青年。
1927年秋末冬初，裴文中为生计所迫，到中国地质调查所做了一
名实习生。因缘际会，他被派往周口店，不期然在那狭小的天地
中开启了辉煌的学术生涯，中国古人类研究和史前考古发展历
程，为之改写。

有志用功，砥砺明志

1928年春，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每天与发掘化石的民工们一
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初到遗址工地之时，已有多年采掘经验
的民工们驾轻就熟地向裴文中介绍各类化石标本，这让毫无古
生物学基础的他大为吃惊：“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
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裴文中没有退缩，而是努力学习，
自强不息。他从书摊上“淘”到一本旧版《古生物学》，把其中的哺
乳动物册反复阅读，夜以继日，硬把这部“洋砖头”消化成自己的
知识。在杨钟健、德日进等中外专家的言传身教下，他一边读名
著一边看标本，终于跨过了古脊椎动物学高深的门槛。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做过这样的观察：“中国读书人专
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
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
人、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丁文江为此立下规矩：“登山必到峰顶，
移动必须步行。”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裴文中用行动证明，中国学
者不仅可以走出书斋，而且能够扎根田野，创造奇迹。时任中国
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在为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所作
的序中写到：“这册书实是中国科学研究中极重要的一本著作。
因为周口店的采掘，几乎是中国为物质科学之研究而做的采掘
工作中最早与最大的一个，工作方法愈做愈加讲究。担任实地工
作的人为数虽不甚少，但裴文中先生出力最多，占时最久。采掘
的计划虽有步（达生）、德（日进）、杨（钟健）诸位先生讨论筹划，
但实地组织及执行几乎全靠裴先生之力，而且有许多重要标本
都由裴文中先生亲手发现。”

1935年，裴文中赴巴黎大学，师从考古泰斗步日耶教授，接
受正规的史前考古训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学会了法
语，还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学成归来的
裴文中，一路开挂，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哺
乳动物学的奠基人。

重大发现，来自孤寂中的坚持

1929年是周口店和裴文中极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成立了
专门发掘与研究周口店的“新生代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也在这一年，因周口店的挖掘久
未见到有价值的材料，主要负责人移师到其他地方考察，主持遗
址发掘的重担落在了年仅25岁的裴文中的肩上。裴文中日后这
样记述当时的心境：“山中顿觉岑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工
作颇有‘鸡肋’之感。”

至 11 月底，天气渐冷，经费告罄，北平方面催促他尽快停
工。心有不甘的裴文中决定再坚持一下。至 12月，夜长日短，不
得不结束的时候，采掘面上又露出一个小洞口。好奇心与责任
感驱使他腰系绳索，从山顶悬吊着下到洞中。裴文中后来回忆
说：“我觉得我既负责这开掘的责任，就应当身先士卒。正如打
仗一样，将官若退缩不前，最好这仗不必打，打也必败。”结果，
裴文中与北京猿人第一具头骨奇迹般地迎面相逢。机遇留给有
准备的人，正是这荒野中的寂寞坚持，让裴文中取得这一惊世
发现。

坚持真理，开拓创新

在“幸运”地发现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后，裴文中没有停止
脚步，他急切地要找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物、遗迹，以充分证
明这里是古人类生活过的地方。

在1929年的发掘中，裴文中收集了一些锋利的石英石片和
颜色黑褐的动物化石。1931年，在发掘鸽子堂时，他发现了更多
的石英断块、碎片和疑似灰烬堆积。以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在发现这处遗址时曾注意到地层中出露的锋利石英片，认为它
们可能是古人类制作的工具。此刻，裴文中陷入了思考：周口店
山洞中不出产石英，这些石英碎片应该是人力搬运而来，是被制
作和使用的石器。

当裴文中兴冲冲地把那些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带回新生代
研究室时，主持工作的权威们却迎头泼下冷水，认为这些材料是
自然的碎石，扔到马路上都没人理会，再这样“不务正业”，就会

“打饭碗”。裴文中没有屈服和气馁，他独辟蹊径，开展实验模拟，
观察自然碎石与人工制品的痕迹差异，由此开启了打制实验和
微痕分析的先河。他回忆说：“我自己耐心研究，再作试验，证明
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有人工打击的痕迹，哪一个地方是天然破碎
的痕迹。”面对裴文中的创新和坚持，翁文灏于1930年秋请来国
际史前考古权威、巴黎大学的步日耶教授做仲裁。步日耶对裴文
中的研究和见解充分肯定，赞赏有加，一桩学术公案尘埃落定。

裴文中收集的疑似用火材料，经过在巴黎做化学分析和与
晚期用火遗存的比对，最终被确定为古人类用火的证据。北京猿
人具有用火的能力、周口店遗址保存了当时最早的人类有控制
用火的证据，被发文刊载并写入历史教科书。

裴文中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新的领域。
在出土古人类遗存后，龙骨山由原先的“龙骨”采掘地而华丽转
身为古人类遗址，裴文中随即对发掘方法做了改革，借鉴当时西
阴村发掘所采用的打格分方法，并在贾兰坡的协助下根据周口
店堆积的自身特点建立了分层、过筛与规范记录的田野工作流
程，这些野外工作理念与方法至今仍被旧石器考古界沿用并不
断加以改进。在发掘山顶洞时，他观察到人骨被扰动过，其上有
赤铁矿粉末，并伴生装饰品等现象，据此辨识出古墓葬，开创了
遗址埋藏学研究的先例。他对周口店第13地点、第1地点、第15
地点和山顶洞出土的石器做分期排序，提出它们分别代表旧石
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文化，中国旧石器时代三期断代的雏
形就此诞生。

经丁文江、翁文灏和章鸿钊推荐，1931年，裴文中荣获了中
国科学社颁发的考古学奖金，他的成就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周口店，迈向新的辉煌

95年前，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
自此，周口店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一处科学圣地，得到中国
政府和国际学术与文化机构的重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骄人成
就。1961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周口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的首批世界文化
遗产；2006年，《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2005年—2020年）》公布
实施；2008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3
年，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初步建成并投入运营；2014年，周
口店遗址博物馆新馆竣工落成并正式开放；2018年，第1地点保
护大棚竣工，使1937年大规模发掘停止后一直在露天状态下被
风雨侵蚀的猿人洞恢复了“洞穴之家”的样貌。2023年，北京市
公布了续编后的《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2021—2035年）》，遗址
的建设发展又有了新的蓝图和愿景，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
将被兴建，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正在规划中，周口店遗址的各项
事业将不断迈向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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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于1948年发表的《瓦鬲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名篇，
常读常新。长期以来，对于这篇论文于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学者多强
调它在考古类型学的示范之功（如俞伟超、张忠培：《探索与追求》，

《文物》1984年第1期；杨晶：《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读瓦鬲的研究》，《南方文物》2009年第 1期）。至于苏秉琦在考古层
位学方面的贡献，学者则突出其 1951年西安客省庄遗址“三叠层”
的发现。客省庄遗址三个遗迹单位打破关系及其所揭示的三个文
化时期的年代早晚关系，表明苏秉琦已经认识到遗迹单位就是年
代单位，它与文化层在文化分期与断代上具有同等意义（卜工：《中
国考古学的觉醒与理论革命——关于考古学走向成熟的若干思
考》，《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许永杰：《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
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导读》，《南方文物》
2012年第1期）。在当时，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是中国考古学
的中心课题。一般认为，只有到1956年庙底沟遗址发掘及仰韶与龙
山过渡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识别，学界才真正认识到仰韶与
龙山文化并非年代并列、东西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年代先后关
系。苏秉琦根据客省庄遗址遗迹“三叠层”较早认识到仰韶与龙山
乃早晚关系（苏秉琦：《另一个三叠层：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对此，严文明曾高度评价这个发现与认
识。他说：“苏秉琦凭着一组地层关系，就把关中地区仰韶、客省庄
二期和周文化分得清清楚楚。要知道，在 50年代初期，仰韶文化和
龙山文化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这个认识是多么的精彩和不容
易。”（转引自赵辉：《苏秉琦学术笔记的整理——代序》，苏秉琦《战
国秦汉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近年来赵辉指出，“以遗迹为基本的年代学单位进行资料整理
的思路，形成于斗鸡台的资料整理过程中，是苏先生的创造”（苏秉
琦：《另一个三叠层：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这实际上在指明，《瓦鬲的研究》也包含着考古层位学上的
创新。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同时，还想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苏
秉琦在考古层位学以及类型学方法上的领先，苏秉琦在这一名篇中
已经成功分清仰韶与龙山是不同“期”的先后关系，更是根据鬲的出
现和发展规律，提出仰韶期与龙山期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

为了准确无误地显示苏秉琦在《瓦鬲的研究》的相关认识，有
必要摘录文中的一段论述：

“在甘青一带之早期彩陶文化遗址中，如半山及马厂沿，似均

无瓦鬲。我们在西安宝鸡间的渭河两岸所见到的彩陶文化遗迹中，

中央研究院发掘过的几处豫北彩陶文化层中，亦均无瓦鬲。安特生

先生在仰韶村所见之瓦鬲墓（Q）中则并无彩陶。可知即在瓦鬲分布

与演变的中心区域，其出现年代亦似尚不能早至仰韶期（仰韶村的

彩陶所代表者）。由此推测，瓦鬲的发生年代似比仰韶期略晚。但在

略晚于仰韶期之彩陶文化中（如十里铺）则业已有A型鬲出现，在

仰韶期后之龙山文化层（如后岗）则更已有B型。由此推测，A型的

发生年代，无论如何，似比豫北的龙山文化层略早。换言之，瓦鬲的

初现与A型的发生均当在仰韶期（仰韶村彩陶所代表者）与龙山期

（豫北诸黑陶文化层所代表者）之间的过渡时期内。”

以上这段话很能体现苏秉琦对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的熟练运
用以及对仰韶期、龙山期的界定及其年代关系认识的精到与超前。

1921年安特生在发掘仰韶遗址时，由于层位划分不够细致，个
别地点采取以水平深度统计陶片的方法，未能从层位上将以红陶、
彩陶为代表的真正的仰韶文化与以黑灰陶（含鬲）为代表的龙山文
化区分开来（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见《地质
汇报》第五号第一册，北京京华印书局，1923年）。甚至直到 1947年
出版《河南史前遗址》时，即便熟知“后冈三叠层”以及豫北其他遗
址（如安阳高井台子、同乐寨、浚县大赉店、刘庄）龙山遗存叠压仰
韶遗存的层位关系，他仍然强调仰韶遗址多个地点的发掘“都证明
了仰韶村的红陶、灰陶和黑陶在各个层位都有出现”，“我们不得不
把整个仰韶村堆积看作是一个单一文化阶段，其特点是陶器种类
异常丰富和多样”（安特生著，王涛、秦存誉、徐小亚译：《河南史前
遗址》，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8页）。相较之下，当时中国考古学
者的认识则要进步得多。比如，梁思永就认识到仰韶遗址“仰韶文
化”中存在龙山文化的器物，但因没有怀疑安特生的发掘层位划分
有问题，错把这一现象当作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同时交流的结果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5年，第555-568页），即所谓的“混合文化”。尹达则是直截了当
地指出安特生的问题。他不但进一步将仰韶遗址龙山文化遗物明
确地分离出来，还怀疑这里的仰韶和龙山文化可能是时代先后的
两种文化：“从陶器的各方面分析，确知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
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其本质各有不同，其时代或有先后。”不仅如
此，他还从堆积的角度提出这两种文化可能分属不同文化层。一方
面他强调仰韶遗址文化层平均厚三公尺，面积巨大，“很有可能是
两种文化居民先后居此，积渐堆积而成的”；另一方面，提出两种文
化堆积的空间关系，“一、横分布的区分，仰韶遗存与龙山遗存两者
相间分布，如大赉店的西区；二、纵分布的区分，两种文化叠压堆
积，仰韶层在下，龙山层在上，如大赉店的东区”。由于这两种文化
在豫北等地总是出现在相互叠压的不同堆积中，尹达最后强调，

“正和河南北部及河南广武所见的现象相同，这确证仰韶村的遗址
是两种文化的堆积而不是两种文化融和为一之后的遗存”（尹达：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
期问题中的错误》，《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 年，第 83-119
页；完成于1937年）。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文中，尹达还指出

“齐家坪遗址的陶器全是单色，且与河南不召寨及仰韶村的龙山式
陶器相似，既知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则齐家坪是否可以
置于仰韶期之前，似尚有问题”。这些表述暗示，尹达已经意识到齐
家文化属于龙山时期文化的可能性，即晚于仰韶期。这一推断被
1945年夏鼐发掘甘肃宁定阳洼湾遗址所证实（夏鼐：《齐家期墓葬
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257-268页）。

尹达对仰韶遗址两种文化的识别以及它们在堆积年代上的看
法，得益于他对龙山与仰韶文化特点的精准把握以及豫北地区龙
山与仰韶遗存的叠压关系的熟稔。但是仰韶村遗址的堆积划分问
题已经无法对证，真正从堆积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待到 1980—1981
年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
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这是否就意味着，在此之前无法从地层学或层位学的角度论证仰
韶村遗址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乃不同时期的遗存呢？

苏秉琦上述的论述就展示出一种以遗迹为单位进行断代的层
位学方法。他注意到渭河两岸的彩陶文化遗迹以及仰韶遗址瓦鬲
墓Q等遗迹单位，彩陶与鬲总是不共存这一层位关系，再联系到甘
肃的半山、马厂彩陶遗址以及豫北彩陶文化层中也不见鬲，从而意
识到仰韶遗址的彩陶和鬲属于不同时期。苏秉琦在文中着重强调
和使用“仰韶期（仰韶村的彩陶所代表者）”和“龙山期（豫北诸黑陶
文化层所代表者）”等概念和界定，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这两类遗存
的年代关系。更重要的是，根据鬲这一特殊器物和出现与演变的关
键线索，苏秉琦注意到仰韶期绝无鬲，而龙山期则已出现成熟和分
化了的鬲，从而提出仰韶期与龙山期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即
一个包含原始鬲的时期。熟悉中国考古学史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
学者都知道，这一从逻辑推演出来的时期，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庙
底沟二期”。行文至此，我不禁感叹苏秉琦考古学方法之科学和逻
辑之严密。

苏秉琦在《瓦鬲的研究》之后的考古生涯中，在众多问题的认
识和理论方法的提出上，常常走在时代的前列，对中国考古学贡献
巨大，被学界尊为“一代宗师”（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
里程碑》，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2019年）。从《瓦
鬲的研究》所展示的方法以及对仰韶期、龙山期先后说及其过渡时
期的预测上，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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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周口店早期发掘现场 右图：裴文中抱着刚包裹加固过的北京猿人第1个头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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